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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正念的人际影响及作用机制 

刘  霞  卫  武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职场正念在人际领域的益处日渐凸显, 有必要厘清其在概念发展和人际作用方面的新趋势, 为组织

塑造积极的职场环境提供启发。研究揭示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职场正念概念发展趋势：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 

前者关注职场背景下概念与测量的统一趋势以探索有益的结果集合, 后者侧重挖掘正念嵌入人际互动的过程

机制; 职场正念通过 4 种关联机制对质量和功能相关的人际结果产生影响：(1)在互动中通过开放的注意力捕

捉信息以协调相互依赖工作的知识关联; (2)降低与内外部情绪体验相关的自我推断并强化与他人之间归属、

支持和关怀的情感关联; (3)在互动中促进资源积累与抑制资源流失的资源关联; (4)导航资源流动方向与影响

价值交换意愿的交换关联; 资源和交换关联机制可辅助促进知识和情感关联机制。未来需更深入地探讨职场

正念在数字化和 AI 技术、远程办公及职场多样化、公平与包容性文化和污名化管理等挑战性工作领域的人际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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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不确定的商业环境下,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迭

代与工作模式的转变, 不仅裹挟着员工陷入习惯

性忙碌与焦虑的工作状态, 也影响着其如何在职

场中与他人互动(Heaphy et al., 2018; Schinoff & 

Byron, 2023)。这为培养健康的职场环境带来了挑

战, 因为缺乏合适的“自我管理工具”, 员工将难

以平衡注意力实现自我任务与互动任务的协调

(Chupinina, 2022; Reina, Kreiner, et al., 2023)。在

职场中引入正念(Mindfulness)或可应对当前挑战

(Reina, Kreiner, et al., 2023)。正念是指以非批判、

接纳和开放的态度将注意力根植于体验当下时刻

的意识和觉知(Brown & Ryan, 2003; Kabat-Zinn, 

2003)。谷歌、安泰保险和英特尔等诸多公司都采

用正念训练来改善员工压力与情绪并提升其决策

质量和幸福感(Lau, 2020)。然而, 正念不仅是关于 

自我内部认知的意识(诸彦含 等, 2020), 也具有

较强的关注他人的外部意识(Brown et al.,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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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被认为有助于职场中的人际互动过程与结果

(Ni et al., 2023; Reina, Kreiner, et al., 2023; Reina, 

Mills, & Sumpter, 2023; Sawyer et al., 2022)。例如, 

Reina, Kreiner 等人(2023)提出正念灌输(Mindfulness 

Infusion)模型并强调个体将正念实践练习带入职

场人际互动可改善与他人的互动质量和关系质

量。尽管理论和实践对职场正念人际作用的关注

度日益提升, 但目前尚缺乏对该领域的系统性知

识整合。 

过往文献(如: 郑晓明, 倪丹, 2018; 张静 等, 

2017; Good et al., 2016; Shahbaz & Parker, 2022; 

Sutcliffe et al., 2016)专注于总结职场正念如何有

效降低心理压力(Johnson et al., 2021), 促进认知

资源恢复(Hülsheger et al., 2014), 实现情绪调节

(Forjan et al., 2020; Hülsheger et al., 2013), 及提

升幸福感与工作表现等(Cheung et al., 2020; Dust 

et al., 2022; Leroy et al., 2013)。这些工作虽揭示了

职场正念对自我内部认知的益处, 却未充分考虑

如何将其与职场中普遍的人际互动联系起来, 进

而限制了职场正念在人际领域的理论发展与实践

应 用 。 职 场 正 念 关 注 职 场 环 境 的 当 下 时 刻

(Hülsheger & Alberts, 2021), 而非因关注未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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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过去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内心对话与解释

(Reina, Kreiner, et al., 2023)。因而, 正念者可以有

意识地投资并分配注意力至实时的人际互动过程

(Reina, Mills, & Sumpter, 2023), 实现自我与他人

的积极联结以完成相互依赖的工作 (Dutton & 

Heaphy, 2003; Hugander, 2023)。同时, 考虑到工作

需要越来越大程度上的协作、合作、跨界、跨空

间及技术依赖(Heaphy & Dutton, 2008; Schinoff & 

Byron, 2023), 探索职场正念如何融入或影响人际

互动的综合知识对促进组织协调及提升决策质量

与效能尤为重要。此外, 鉴于学者们对职场正念

在概念、测量及应用方面清晰度的担忧(Liu et al., 

2023), 及时整合现有发现可更好呈现其概念基础

与发展趋势, 从而有效指导未来的研究设计与人

际应用。 

根据 Cronin 和 George (2023)的建议, 本文聚

焦职场正念的人际影响以产生对该研究领域的新

见解。研究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总结职场正念的

概念发展趋势, 通过对结果导向(关注职场正念的

结果及工具性)和过程导向(关注职场正念的过程

及存在方式)两个更大视角的关注, 呈现职场正念

概念的操作化和过程化的当前进展; 二是整合职

场正念的人际影响及作用机制, 通过构建以互动

模式为核心的知识与情感关联机制和以内在体验

为核心的资源与交换关联机制, 解析职场正念影

响人际互动相关结果(质量和功能结果)的作用机

制, 继而超越以往对其认知功能的共识(如诸彦含 

等, 2020)。本文进一步提议未来应着重探讨职场

正念在适应数字化及 AI 技术、远程办公以及发展

职场多样化、公平和包容性(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的组织文化和促进污名化管理等

挑战性工作领域的人际功能, 以增加对职场正念

在瞬息万变环境中的变革性、敏捷性与适应性作

用的理解。 

2  职场正念的概念发展：结果导向和过
程导向 

2.1  正念的概念及维度 

正念的操作化定义源自心理学, 尽管学者们

给出的定义不完全相同(Bishop et al., 2004; Brown 

& Ryan, 2003; Kabat-Zinn, 2003), 但他们已在多

维性结构方面达成共识 , 且均指向两个核心方

面：注意力和去中心化(或称经验导向) (Bishop 

et al., 2004; Choi et al., 2022)。注意力特征包括关

注当下和觉察内外部意识。通过关注当前时刻的

事件, 正念可产生对内部(如认知、身体感觉)及外

部现象(如环境、社会互动)的意识(Brown et al., 

2007)。这一特征区别于反思过去或担忧未来, 仅

是体验正在发生的事情(Brown & Ryan, 2003)。去

中心化(Decentering)意味着对输入信息的解释是

既非判断性的也非以自我为中心的(Brown et al., 

2007; Good et al., 2016), 即以客观、接纳及非批判

的态度对待经验本身 , 将思想与情绪进行脱钩

(Decoupling), 从而降低反应自动化及反应偏差

(Bishop et al., 2004; Shapiro et al., 2006)。 

正念可以被视作特质、状态或可实施的实践

(Choi et al., 2022), 在职场背景下的概念发展及操

作应用呈现多样化。借鉴 Reina, Kreiner 等人(2023)

的工作, 本文识别了两条概念发展路径：结果导

向和过程导向。前者关注通过操作化职场正念可

得到哪些有益结果 ; 后者同时关注过程和结果 , 

旨在解析职场正念如何在人际互动中运作以产生

连续收益。 

2.2  结果导向的发展观 

结果导向的发展观的实质是“借用” (Borrowing)

思 想 , 也 是 当 前 组 织 管 理 领 域 的 主 导 路 径

(Kudesia, 2019), 其发展趋势亦可概括为两类：嵌

入型借用和分化型借用。前者是指提取心理学中

正念的核心维度嵌入至职场背景, 从而保持概念

与测量的一致性以改变当前学术工作聚焦在注意

力维度上的共识; 后者是指选取与研究目的相匹

配的独立维度加以应用。 

2.2.1  嵌入型借用 

沿用嵌入型借用路径的学者们在概念发展、

维度认知、操作化发展及跨文化领域方面取得了

实质性的进展。首先, 在操作化方面, 主流做法是

借鉴心理学量表应用至工作场所, 如正念的注意

觉 知 量 表 (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 Brown & Ryan, 2003)和五因素正念量表

(Five-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FFMQ, Baer 

et al., 2006)。然而, 随着研究的深入, 该做法的争

议和局限也不断显现。一是这些量表并非基于职

场背景, 难以捕捉真实的职场正念(Zheng et al., 

2023); 二是建构缺陷, 如 MAAS 过度强调注意力

与意识, 忽略了多维性本质(Hülsheger & Alberts, 

2021; Zheng et al., 2023)。为此, 组织管理领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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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展适用于职场情境能全面捕捉正念成分的概

念与测量工具。例如, Zheng 等(2023)将职场正念

定义为一套用来保持对当前内部经验和外部工作

环境的注意力和意识同时在工作中保持接受的技

能 , 并开发了三维量表 (意识、注意力和接受 ); 

Hülsheger 和 Alberts (2021)描述其为个体在工作

中将注意力和意识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 表现为

不加评判、不加反应、开放真诚, 并开发了四维

量表(描述、非反应、非判断和有意识的行动)。其

次, 概念及量表开发的新进展为跨文化情境的探

索提供了机会。Zheng 等(2023)的量表开发以中国

员工为样本, 扩展了当前正念量表在亚洲群体上

的包容度; Hülsheger 和 Alberts (2021)的量表样本

涵盖了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及大洋洲等地域, 

体现了跨文化的普适性。因此, 新兴量表的开发

兼顾了本土情境和跨文化情境, 为学者们开展不

同文化情境的研究提供了选项。 

2.2.2  分化型借用 

分化型借用路径涉及两种选择。一是结合研

究问题选取合适维度。例如, Dietl 和 Reb (2021)

以及 Harvey 和 Kudesia (2023)因关心领导的正念

注意力成分, 仅选取注意力维度用于研究。二是

分别探索不同维度的作用1。例如, Liang 等(2018)

区分正念意识 (Mindful Awareness)和正念接受

(Mindful Acceptance)并探索二者如何缓解敌意对

工作场所攻击行为的影响; Reina 和 Kudesia (2020)

将正念划分为正念注意力(Mindful Attention)和正

念元认知(Mindful Metacognition)并探索其前因 , 

Gupta 和 Reina (2023)在此基础上分别测试了二者

对情绪耗竭和反生产行为的调节作用。Reina, 

Mills 和 Sumpter (2023)进一步认为注意力与去中

心化相联可以形成三种不同形态：无正念(低注意

力和低中心化)、表面正念(高注意力和低中心化)

和深度正念(高注意力和高中心化)。嵌入型借用和

分化型借用均有助于解决正念概念与测量的现实

问题, 且二者并不冲突, 学者们可根据具体的研

究问题选择合适的概念与测量工具。 

此外, 实验干预和准实验研究也逐步配合量

表操作应用于职场环境(Hafenbrack et al., 2014; 

                     

1 此处因不同学者所参考的正念概念不同 , 因而对核心维

度的术语表达存在不同, 但其内涵均可对应正念注意力和

去中心化两个方面。 

Mrazek et al., 2012)。例如, Schuh 等(2019)通过 2

分钟的教学片段和 8 分钟的练习片段来诱导领导

正念状态。Ni 等(2023)在一家食品公司发起了一

项准实验, 让领导者参加为期 2 周每天 15 分钟的

正念冥想课程来操纵与评估领导正念。此外 , 

Hafenbrack 等(2020)以引导被试聆听正念干预录

音的方式进行正念状态操纵, 以此获得不同组别

亲社会行为的差异, 同时区分聚焦呼吸和仁爱冥

想两种正念冥想条件识别其同情表现。多样化方

法的应用有助于推进职场正念的有益结果。例如, 

在工作体验方面, 职场正念可降低压力与离职倾

向 , 改善情绪状态及工作满意度等(Hülsheger & 

Alberts, 2021; Zheng et al., 2023); 在工作表现方

面 , 可提升内在动机、工作投入及工作绩效等

(Dust et al., 2022; Hülsheger & Alberts, 2021; 

Schuh et al., 2019); 在领导力发展方面, 能够激发

变革型领导、服务型领导以及领导的共情、谦逊

及真实性等特征(Dietl & Reb, 2021; Ni et al., 2023; 

Pinck & Sonnentag, 2018; Verdorfer, 2016)。 

2.3  过程导向的发展观 

Kudesia (2019)正念元认知实践的观点为过

程导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强调员工

根据周围情境来调整自己的信息加工模式, 防止

思绪游离于情境之外 , 可有效限制概念化加工 , 

即对重复情境的自动化反应。因此, 正念本质上

不是一种信息加工模式, 而是调整信息加工模式

策略的元认知过程：(1)人们监控当下信息处理状

态时, 获得应该处理什么信息和如何处理这些信

息的信号; (2)对信息处理的信念能约束他们做出

调整; (3)当调整信息处理过程时, 人们对情况的

反应会更加灵活。通过随时监控环境来改变信息

加工的元认知模式, 员工可形成对情境的联合反

应, 从而帮助组织分散风险、发展紧密联系并放

大收益。 

随后, Reina, Kreiner 等人(2023)提出工作中

的正念灌输模型并发现个体可将正念灌输至互动

和关系中。他们从过程与实践视角剖析正式和非

正式的正念实践如何帮助个体实现从自我焦点到

他人焦点的转移, 从而影响与他人的短期互动质

量和长期关系质量。但他们仅考察了单方的正念

练习体验, 由于人际互动是实体间(如个体、群体)

随时间推移相互作用的模式(Ferris et al., 2009), 

因此有必要审查双方的正念互动。为此 , Re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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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s 和 Sumpter (2023)紧接着提出正念相联

(Mindful Relating)的概念 , 探索基于注意力和去

中心化的互动如何影响人际关系轨迹。由此 , 

Kudesia (2019)、Reina, Kreiner 等人(2023)以及

Reina, Mills 和 Sumpter (2023)的工作表明过程导

向的发展观强调的是实现整体连贯收益的“融合” 

(Blending)思想, 并为促进职场正念的概念及理论

发展提供了借鉴。 

3  职场正念的人际影响 

长期以来, 改善员工的行为及心理状态被视

为组织管理领域正念发展的主流, 但职场正念在

本源上与人际互动及人际关系相关 (Reb et al., 

2020)。追溯至其佛教起源, 正念被视为善行的哲

学观(Kay & Young, 2022), 关注身体、情感和认知

方面仅是正念的副产品, 其核心功能是通过深刻

的洞察力和仁爱的同情力达到成熟的心智(Purser 

& Milillo, 2015)。从自我决定的角度, 相较于自动

或受控的处理模式, 专注和开放的意识更能促进

符合关系需求和价值的选择(Ryan & Deci, 2000)。

从组织情境的角度, 正念只有嵌入在组织文化、

工作过程和任务中才能发挥更大效用(Reb et al., 

2020), 因为高度的注意力和意识会将人际现象

融入员工认知(Choi et al., 2022), 进而使其跳出

默认的自我关注偏向实现与他人的自然联结

(Hafenbrack et al., 2020)。例如, 当与同事交谈时, 

正念者可迅速察觉微妙的情感基调 (Brown & 

Ryan, 2003), 进而加强对关系的把握和意识质量

的控制以建立友好的关怀与联结。因此, 无论从

正念的起源、本质还是组织情境, 职场正念的人

际效应都不容忽视。那么, 结果和过程导向发展

观分别涉及哪些人际结果？这是理解职场正念概

念发展及人际作用机制的关键。 

3.1  结果导向发展观视角下职场正念的人际影

响结果 

结果导向视角下职场正念涉及两类人际结

果：质量结果与功能结果(Heaphy et al., 2018)。质

量结果是指对互动实体关于互动过程的判断与感

受(Methot et al., 2017), 包括关系质量、关系满意

度等。例如, Arendt 等(2019)研究发现下属可以在

沟通中识别领导正念, 并引发上下级沟通的满意

度和对领导的满意度; 领导正念和员工正念均被

发现可以增加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张静 等, 2018; 

Reb et al., 2019)。功能结果是指人际过程中引发

的行为表现(Heaphy et al., 2018), 包括合作、冲

突、人际行为等。例如, Kay 和 Skarlicki (2020)认

为正念能通过视角转换发挥亲社会性来增加合作

并回避冲突; Hafenbrack 等(2020)研究表明正念员

工能够显著增加工作情境中的亲社会行为。此外, 

职场正念还与人际公民行为、不文明行为、攻击

行为等结果有关(Hülsheger & Alberts, 2021; Liang 

et al., 2018; Ni et al., 2023)。 

3.2  过程导向发展观视角下职场正念的人际影

响结果 

过程导向视角下职场正念的人际影响主要聚

焦在质量结果, 如短期互动质量、长期关系质量

及关系质量轨迹等。Reina, Kreiner 等人(2023)通

过访谈区分了两类促进互动质量和关系质量的正

念灌输过程：正式实践练习和非正式实践练习。

正式实践练习指通过冥想、意向设置、留心思想

及身体关联实现从自我焦点到他人焦点的转移。

例如, 13 号受访者提到“……它帮助人们相互联系, 

并将他们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向前发展” (p. 732); 

非正式实践练习则通过关注当下、倾听、慢下来、

同情和情绪调节实现对他人的关注。例如, 3 号受

访者表示“正念练习是关于设置停顿的, 1 分钟便

可产生战争与和平的差异” (p. 741), 6 号受访者提

到“最深层次的正念是关怀的、关联的、深思熟虑

的和有意图的……” (p. 741)。Reina, Kreiner 等人

认为这些过程可以重叠发生以塑造自我与他人的

工作经历和关系质量。虽然他们的工作及时弥补

了职场正念在人际应用上的缺失, 但并未考察双

向互动及时间因素。 

Reina, Mills 和 Sumpter (2023)从互动双方视

角提出正念相联模型以探索员工如何随时间推移

利用正念互动实现人际关系轨迹变化。他们聚焦

被忽视的去中心化特征, 认为随着个体将注意力

导向他人, 去中心化可帮助其脱离依附于自我思

想和情感的情境解释与评价, 这种非自我相关的

经验加工模式进而促进了互动质量与关系轨迹。

基于此, 正念相联存在深度正念、表面正念和无

正念三种形态。当双方形态一致时, 只有均以深

度正念方式相联才会促进积极的互动质量和关系

轨迹; 而当双方不一致时, 深度正念者会成为积

极关系轨迹的主导, 但可能受制于权力差异的情

境影响。他们虽考虑了互动双方及时间影响,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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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论框架有待进一步验证。 

综上可以发现, 随着正念在职场领域的繁荣

发展, 学者们既深入思考如何突破现有共识发展

有益的人际结果(如 Hafenbrack et al., 2020; Reb 

et al., 2019), 又不断探索职场正念如何在人际环

境中运作(如 Kudesia, 2019; Reina, Kreiner, et al., 

2023; Reina, Mills, & Sumpter, 2023)。那么, 这两

种新兴的人际发展路线间存在何种区别与关联？

首先, 区别在于二者的研究目的和采用的研究方

法不同。结果导向的人际效应探索以量化或干预

为主, 旨在寻求职场正念的有益结果集合, 而过

程导向则以质性研究和理论建构为核心展示职场

正念的连续收益。其次, 二者看似并行实则相互

交织、相辅相成。结果导向人际作用的初现催化

了过程导向的概念发展, 如 Reb 等(2014)早期对

领导正念的关注; 反之, 过程导向的概念发展将

人际效应推至职场正念研究的前端, 继而有益于

结果导向研究中的过程解释。接下来, 本文将深

入探索职场正念的人际作用机制。 

4  职场正念的人际作用机制 

为 何 职 场 正 念 会 产 生 人 际 效 应 ？ 关 联

(Connections)是核心机制。首先, 职场正念是建立

人 际 关 联 的 关 键 。 Quinn (2007) 指 出 意 识

(Awareness)和互动(Interaction)是产生人际联系的

必要条件。Adams (2022)认为物理位置并非构建

积极职场联系的前提, 而是需要互动中的个体有

意向和有计划地开启积极关联。换言之, 个体必

须在互动中投入内在努力和资源, 如注意力、精

力、协商和分享等(Heaphy et al., 2018)。类似地, 

Gittell 和 Douglass (2012)也强调互惠关系的维持

需要互动者保持对他人的注意力。根据正念的功

能, 正念可以将注意力导向实时经历的某一方面

从而减少心智游移, 因此当正念的个体投入到互

动、沟通、交流、会议等一系列职场人际过程时, 

稳定的注意力和非自我关注意识可以帮助他们建

立自我与他人的关联。其次, 人际关联是实现积

极人际结果的关键。研究显示, 高质量的关联可

让双方共同产生能量 , 促进积极的工作结果

(Dutton & Heaphy, 2003)。正如 UChealth 副总裁

Matt Gosney 提到的“关联是完成所有工作的方式, 

也是进步的前提” (Adams, 2022)。因此, 关联作为

关系的缩影(Heaphy & Dutton, 2008), 是连接关系

质量和功能(长期或短期)的基础模式, 也是促使

正念实体连接内外部意识系统的载体 (Reina, 

Mills, & Sumpter, 2023)。 

职场正念的人际影响包含哪些关联机制？

现有文献涉及两类关联特征：(1)关注互动模式; 

(2)关注内部体验(Dutton & Heaphy, 2003; Quinn, 

2007)。首先, 实体关联过程涉及三种互动模式：

情感传输(情感表达的强度与范围)、张力处理(处

理冲突、摩擦等不良体验的程度)和连通性(思想的

开放性和生成性) (Dutton & Heaphy, 2003), 暗示

知识连通及情感处理是互动模式的基本要素。其

次, Dutton 和 Heaphy (2003)继续强调维持有效的

互动模式离不开三种内在体验：生机与活力感(能

量感)、积极关怀(被理解感)和共通性(互相积极参

与), 暗示资源流动与交换支持是内在体验的基本

要素。基于此, 相关文献也进一步支持了这 4 类

基本要素在人际互动中的联系与功能。首先, 知

识和情感作为两类直接参与人际互动的要素得到

了学者们的一致认可。例如, Myers (2018)指出个

体间的双向交流可塑造经历和情感使互动更有效; 

Kahn (2007)认为积极人际关系有助于员工拥有知

识 (Intellectually)和情感 (Emotionally)的可得性 ; 

Adams (2022)指出职场中的人际互动涉及知识关

联(Intellectual Connections)和情感关联(Emotional 

Connections)。其次, 资源和交换特征被视为促进

人际互动并维持互动模式的保障与支持性要素。

例如, Quinn (2007)表示关联通常需要以能量作为

情感和思想互动的载体, 且良好的人际互动总是

充满能量, 而没有能量无法形成积极的人际关联

(Quinn, 2007)。同时, 人际关联过程离不开互惠或

交换关系来确保资源的有效传递 , Gittell 和

Douglass (2012)强调互惠关系促进互动者对情境

和彼此的关注, 有利于个体之间资源流动以实施

关怀和交换知识 , 进而维持后续关系 (Quinn, 

2007)。可见, 资源和交换可以协同发挥保障和支

持性作用促进知识和情感互动模式的有效运行。 

结合职场正念的功能, 本文进一步认为以互

动模式为核心的知识关联和情感关联发挥主导性

作用, 以内在体验为核心的资源和交换关联机制

发挥支持与保障作用。首先, 职场正念可根据情

境调动知识或情感关联实现更直接的人际影响。

知识关联机制是指职场正念通过激活互动中的注

意力与意识, 保持开放性与接纳性, 并利用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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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想法和信息等更好地协调相互依赖的工

作, 如学习如何获取信息、协调配合团队并缓解

任务冲突与张力等(Adams, 2022); 情感关联是指

职场正念通过降低以自我为中心的推断削弱对消

极互动体验的关注并保持对积极体验的兴趣从而

强化与他人之间的归属、关怀、意义和互相支持, 

涉及强化情感表达与处理不良情感体验等, 如激

发积极人际情绪、缓解消极人际情绪、分享工作

意义及用关怀的方式反馈困难等(Adams, 2022)。

其次, 通过激活并维持资源保障与交换意愿可促

进人际互动模式的良好运行。资源关联机制表现

为正念者利用所获信息、知识及积极体验在互动

中积累资源 , 或通过平复消极体验抑制资源流

失。交换关联机制涉及对资源流动方向与价值交

换意愿的导航, 如正念领导促进与下属的交换关

系等。 

这 4 种关联机制间有何联系？知识和情感关

联机制离不开资源和交换关联机制的保障支持与

协同促进。首先, 知识和情感关联都有明确的互 

 

动与受益对象。例如, 领导正念促进下属的知识

分享与绩效表现(郑敏 等, 2023; Reb et al., 2019); 

团队正念促进团队的情感支持与团队人际公民行

为(倪丹 等, 2021)。特定的互动对象暗示了增强

的交换关系发生在特定交换范围。其次, 资源通

常伴随知识和情感关联机制产生并回馈到关联过

程。例如, 团队正念通过汇聚较强的注意力资源

使成员结合他人需求产生合作导向而非竞争导向

(Ni et al., 2022); 被诱导为正念的个体可以向他

人传递能量, 从而增加共情并对他人施以同情回

应(Hafenbrack et al., 2020)。因此, 资源关联有助

于实体从自我或互动中获取信息及情绪资源, 激

发互动动机、改善信息处理模式或稳定情绪节奏

(Zhang et al., 2023)。此外, 积极互惠使能量得以

补充、积累或螺旋化(Scandura & Meuser, 2022), 

资源稳定流转也使实体继续投入到互惠过程

(Quinn, 2007), 因此 , 二者协同有助于知识和情

感关联机制的稳固。概括之, 4 种关联机制相互协

调共同实现职场正念的人际效应(详见图 1)。 

 
 

图 1  职场正念的人际影响及作用机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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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 考虑到组织完成工作依赖于

员工、领导及群体等实体的互动、联系及沟通

(Ragins & Dutton, 2007), 研究框架(详见图 1)包含

了多层次互动实体的职场正念(自我正念、领导正

念及团队正念)及其作用机制和结果。一方面, 这

些实体涉及趋同的概念内涵, 将其归纳至总体框

架可极大丰富职场正念与人际关系文献的交叉知

识; 另一方面, 不同层次因涉及不同的互动对象

(如个体和领导正念考察单方的正念如何影响互

动, 而团队正念涉及对成员正念互动的共享感知, 

Yu & Zellmer-Bruhn, 2018)可能存在机制差异, 基

于总体框架对不同实体关联机制进行详解可保障

研究发现的合理性与严谨性。此外, 在探索职场

正念的人际影响的过程中, 本文认同的一个隐含

理论假设是自我调节过程, 包含注意力的自我调

节(控制)和元认知实践(监控) (Bishop et al., 2004; 

Kudesia, 2019)。自我调节的注意力包含三个方面：

持续的注意力(保持警觉 , 使注意力锚定在当下 , 

将思想和感觉稳定在意识流中)、转换能力(保持注

意力焦点的灵活性, 当意识到思想和感觉后可将

注意力重新带回到当下)和非详细的意识(抑制意

识流中的思想和感觉的二次精细加工, 仅是观察

而不是分心或评价), 可为实体投入到关联过程提

供更多认知资源。进一步地, 元认知实践通过对

意识流和信息情境的监控可改变实体对情境及意

义感知的初始看法, 并从客观角度分离思想和情

绪以避免自动化反应, 从而在人际互动中灵活调

整信息加工模式。 

4.1  职场正念人际影响的知识关联机制 

职场正念的知识关联机制与情境中的信息和

反馈关系密切, 且聚焦对功能结果的影响。其运

作过程可以概括为两条路线。第一, 调整信息处

理模式并带入到互动过程, 主要涉及自我正念和

团队正念的人际影响。具体来讲, Masters-Waage

等(2021)认为正念通过发展非自我中心的意识降

低与自我加工相关的偏见, 可帮助个体调节情绪

与行为以适应谈判情境, 并超越自我中心增加与

他人的依赖性, 实现更优合作。通过操纵正念状

态, 他们发现高正念的个体倾向选择双赢的帕累

托最优协议及公平分配等行动。类似地, Kay 和

Skarlicki (2020)发现正念通过不断监控和调整自

身情况作出灵活反应并进行认知重评, 为员工选

择如何评估和应对冲突提供更大的合作余地。在

团队层面, 团队正念被认为能导向合作而降低竞

争, 因为成员时刻注意共同的任务动向、任务目

标与团队需求从而引发趋同的集体行动(Ni et al., 

2022)。赵修文等(2023)发现团队正念通过专注团

队经历与需求能更好地收敛到团队共享感知, 增

强团队对外领地行为和团队心理安全感间的关系

并增加团队知识共享。 

第二, 正念互动引发对信息处理模式的改变, 

主要涉及领导正念层次。郑敏等(2023)指出正念领

导充分关注当下, 非评判地接纳员工建议, 敏锐

觉察并解决任务问题, 进而推动员工知识交流与

分享。Reb 等(2019)和 Schuh 等(2019)几乎同时发

现领导正念可促进员工对组织公平(人际公平和

程序公平)的感知, 因为正念领导不随意对员工贴

标签, 而是从客观视角进行观察与回应, 员工因

而能迅速调整自我状态促进角色内绩效和组织公

民行为。 

4.2  职场正念人际影响的情感关联机制 

4.2.1  消极情感关联机制 

消极情感关联机制侧重对消极情绪的调节、

缓冲与消除, 集中于自我正念和团队正念层面。

当前研究大多聚焦如何克服职场中的消极情绪及

体验, 如敌意、歧视等。由于消极情绪会窄化人

们的注意力和行动方式(Hafenbrack et al., 2020), 

并耗费大量资源来应对威胁, 因此通常人们需要

及时调整这种消极体验(正念镇静假设 , Mindful 

Sedation Hypothesis, Purser, 2019)。情绪调节过程

模型(Gross & John, 2003)提供了理解正念镇静的

理论基础。该模型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从感知

情境到触发反应都可促进情绪产生, 因而情绪调

节包括两种时间部署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

职场正念可以调节这两种机制以影响后续的质量

和功能结果。 

首先, 认知重评发生在完整的情绪反应被触

发之前。正念可通过不断调整注意力至当下体验, 

降低自动化反应与自我中心化, 帮助员工改变情

境 线 索 的 认 知 意 义 进 而 改 变 其 情 感 走 向

(Hülsheger et al., 2013)。例如, 通过保持超然的心

态避免陷入狭小思维, 正念能缓解对不公平性的

抵触, 降低反刍和敌对情绪及报复和人际越轨等

失调反应(Krishnakumar, 2015; Long & Christian, 

2015)。同时, 正念也会通过及时觉察自己对他人

的不文明行为及不良影响, 使个体从客观视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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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责任而产生愧疚感(Hülsheger et al., 2021)。 

其次, 表达抑制发生在情绪反应或消极体验

被激活后。正念者可跳出自我中心视角以客观接

纳的态度缓冲或消除消极体验。例如, 他们会更

快察觉职场中的不利事件(如敌意), 意识到他人

的敌意会带来更敏感的情绪体验, 随即减少习惯

性反应, 转而以开放和接纳的心态防止自我推断

与情境带入, 从而释放认知资源以降低职场攻击

行为(Liang et al., 2018)。Liang 及同事(2016)另一

项研究发现正念领导通过及时意识到对下属的敌

意可降低辱虐管理行为。Thoroughgood 等(2020)

通过一项对 105 位变性员工的经验取样法研究发

现正念能缓冲他们每日感知到的歧视并降低第二

天的偏执认知与情绪耗竭, 因为正念能及时避免

其过度聚焦过去或警觉未来以降低人际敏感性与

迫害思维。在团队层面, 通过接纳成员的行为差

别, 团队正念使成员面对冲突时避免思维窄化及

归因偏差, 从而防止将团队冲突升级为个人化导

向(Yu & Zellmer-Bruhn, 2018)。然而, Kay 等(2023)

研究表明正念可能引发正念激活假设 (Mindful 

Enlivening Hypothesis), 他们发现正念者在目睹

不公正时会增加对他人的道德关怀从而激发道德

愤怒感并进一步实施谴责性的亲社会行为, 这一

发现及时补充了正念在人际领域的阴暗面影响 , 

并引发对第三方视角的关注。 

4.2.2  积极情感关联机制 

积极情感关联机制侧重于积极情绪的激活、

放大并拓宽相应的积极行动, 涉及自我、领导及

团队层次。基于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Fredrickson, 2004), 职场正念允许实体保持接纳

与开放以在更广泛的人际活动中识别他人的细微

需求, 进而激发积极体验拓展瞬时−行动范围(拓

展假设)并建构持久资源(建构假设), 以贡献于质

量和功能结果。 

积极情感关联包含两条作用路径。第一, 正

念可以激发自我的积极人际情绪。Ni 等(2023)认

为正念领导更易觉察成员的情感状态, 并通过先

验的关注激活自我超越的心态, 避免陷入狭隘的

评估与自动化反应, 从而实现共情关心, 这种共

情关心随后可被员工学习并应用至人际活动中。

Sawyer 等(2022)发现正念固有的脱钩过程与培养

感恩情绪特别相关, 因为正念通过时刻关注当下

能更好地增加对个人收益的意识和对提供这种收

益的对象所付出成本的认识, 他们首先通过两项

实验表明正念可以发现周围存在的收益从而激发

助人意愿, 随后通过两项日记法研究考察正念可

促进感恩和亲社会动机以提升亲社会行为。类似

地, Hafenbrack 等(2020)发现正念可以培养自我的

积极情绪、同理心及换位思考, 并激发在互动中

对他人的同情回应。在团队层面, 团队正念能够

使成员获得共享的情感支持, 这是因为成员通过

支配注意力关注他人的同时也能获得他人的注意

力跟随, 由此团队目标理解度、需求满足度及观

点接纳度等心理活动更易在成员间达成一致(倪

丹 等, 2021)。 

第二, 正念在互动情境中可强化他人的积极

情感。一方面, 正念领导可诱发下属产生积极感

知。例如, Arendt 等(2019)发现下属可以在沟通中

识别领导正念从而增强沟通满意度。Dietl 和 Reb 

(2021)发现正念调节注意力使领导保持与核心自

我的联系, 可触发下属对领导的真实感评价。另

一方面, 正念可促进他人的积极情绪。Rodríguez- 

Muñoz 等(2021)发现同事正念可促进员工在工作

中的积极情绪与在家的放松感, 进一步促进员工

的组织公民行为; 反之正念的个体也会考虑同事

的感受, 如 Mihelič 和 Culiberg (2019)认为正念者

有更大的外部意识和关爱他人的取向, 可降低社

会惰化(Social Loafing)。 

4.3  职场正念人际影响的资源关联机制 

资源关联机制旨在协同交换关联机制为知识

和情感关联机制提供资源保障, 涉及促进资源积

累(获取、投入及吸收)和抑制资源流失(抵御或撤

销)两类作用路径(Hobfoll et al., 2018)。首先, 通

过敏捷的现时注意力与敏锐的洞察力, 正念能帮

助实体同时识别“他人需求”和“他人对自我需求

的付出”, 进而有利于获取资源并投入至人际互

动或促进互动中的他人吸收资源。例如, 自我正

念可识别环境中的收益, 增加感恩、共情、同情

等亲社会的人际情绪 , 向他人传递积极的能量

(Hafenbrack et al., 2020; Sawyer et al., 2022); 领导

正念可降低员工压力 , 促进正在进行的领导−成

员交换关系(Reb et al., 2019), 以及提升团队心理

安全感并促进资源的获取与吸收以有益于知识共

享过程(郑敏 等, 2023); 团队正念作为资源输入

可增加团队情感支持进而获取额外资源提升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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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等(倪丹 等, 2021)。 

其次, 抑制资源流失包括自我调节抵御和撤

销对他人的资源消耗。资源保存理论指出, 在压

力情境下, 个体会及时中止资源消耗以保存现有

资源或利用现有资源获取新资源以减少资源损失

(Hobfoll et al., 2018)。正念以去中心化为内核防止

思想和情绪游离并跳脱自我中心 , 可迅速获得

“别人是否对我产生了消极体验”及“我是否对别

人产生了消极体验”的双重认知 , 为避免资源损

失, 实体会及时转至客观视角抵御自我资源损失

并撤销对他人的资源消耗。例如, Liang 等(2016)

发现, 正念的个体能够抵御因思绪在敌意环境中

游离而产生的资源消耗, 反之正念者也能迅速意

识到对他人的敌意 , 并及时撤销这一偏见(Liang 

et al., 2018)。再如, 当面临冲突时, 团队正念会帮

助成员整合意见分歧, 增加换位思考, 而非互相

指责加重消耗, 从而有助于降低竞争并增加合作

(Ni et al., 2022)。 

4.4  职场正念人际影响的交换关联机制 

职场中的人际活动依赖于既定的组织结构和

工作联系,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Blau, 1964), 积极

的交换可使互动双方在资源获取与流动中获益

(Dutton & Heaphy, 2003)。当前职场正念的交换关

联主要涉及自我正念带入广泛的职场关系、领导

正念带入领导−下属关系及团队正念带入团队关

系三类 , 旨在导航资源流动方向与价值交换意

愿。首先, 自我正念虽可带入广泛的职场人际互

动, 但这种形式的交换关系相对较弱, 因为需要

正念的个体耗费努力来识别职场关系中的资源输

入(不限于特定对象)并回馈到关系中。例如, 正念

可以通过广阔的外部意识关怀他人并减少自私倾

向而降低社会惰化(Mihelič & Culiberg, 2019), 识

别他人付出的成本及自身所获收益从而增加感恩

与亲社会行为 (Hafenbrack et al., 2020; Sawyer 

et al., 2022)。其次, 领导正念可以促进与下属的交

换关系。正念领导所投入的关注与跟随意识为上

下级互动提供积极的支持资源以保障交换关系的

稳定。例如, 研究发现领导正念能提升领导−成员

交换质量(张静 等, 2018; Reb et al., 2019)。最后, 

团队成员的正念互动也可激发团队内的积极关

系。鉴于团队合作的普遍性, 保持团队内关系的

稳定尤为重要(Ni et al., 2022)。高团队正念意味着

成员们互相投入跟随意识与支持资源并避免互动

偏离当前情境以维持稳定的交换过程, 从而使他

们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不同观点促进资源流动与目

标达成 (倪丹  等 , 2021; Ni et al., 2022; Yu & 

Zellmer-Bruhn, 2018)。 

5  小结与展望 

本文识别了两个职场正念发展趋势：一是基

于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的概念发展趋势; 二是职

场正念的人际影响及作用机制。首先, 基于结果

导向的概念发展在融合职场背景与多维性特征及

跨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基于过程导

向的概念发展为职场正念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有益

借鉴。其次, 职场正念可通过知识、情感、资源

及交换关联机制影响人际相关的质量和功能结

果。探索职场正念的人际功能可丰富文献知识、

转换未来研究重心、促进职场正念与人际领域的

深入联结, 并为大流行后积极职场文化的重塑提

供启发。此外, 未来应继续推进正念理论发展并

拓展其人际过程和结果 , 如探索双职工工作−家

庭领域的正念互动、正念的跨层级流动过程及第

三方视角下的正念影响等; 同时, 本文鼓励未来

还可深入考察以下几个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首先, 推进数字化及人工智能背景下职场正

念的人际过程与结果研究。机器学习、数字员工、

ChatGPT 等 AI 新技术在工作场所中迅速普及, 以

人际互动为核心的职场正在向“非社会系统”转变

(Tang et al., 2023)。虽然 AI 技术能突破人类信息

处理限制 , 极大提升生产率并增加竞争优势

(Kemp, 2023), 但职场文化建设也因此充满挑战。

例如, AI 能削弱物理空间互动与相互依赖(Raisch 

& Krakowski, 2021), 降低社会联系(Heaphy et al., 

2018), 增加孤独感(Tang et al., 2023)及引发普遍

性岗位替代危机等(Marken & Nicola, 2023)。职场

正念或可应对当前的 AI 挑战。一方面, 职场正念

可能有助于化解 AI 引发的人际情感危机。正念者

不仅能利用时刻跟随的注意力增加互动过程中的

意义感和个性化交流(Clark, 2023), 也能通过非

判断和开放的意识排除 AI 对人际互动的干扰, 从

而可实现内在的关系需求并促进情感支持 (Tang 

et al., 2023)。另一方面, 正念者可利用 AI 技术巩

固专业化知识关联。专业化凭借自主与权威成为

解 决 社 会 问 题 与 维 系 社 会 秩 序 的 重 要 手 段

(Huising, 2022), 如何实现 AI 技术对专业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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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强对维系组织优势极为重要。Pakarinen 和

Huising (2023)认为人工智能发挥潜力的有效途径

是嵌入人际互动网络成为新的组织角色。当高正

念的专业化员工将注意力投入到任务互动时, 开

放和好奇的态度可使其友好地接纳新技术与新角

色, 并能灵活开启学习状态以使 AI 技术角色更好

地为知识关联服务。此外, 领导的注意力和激励

也 被 视 作 促 进 实 体 与 技 术 协 作 的 重 要 角 色

(Bammens & Hünermund, 2023), 这为深入考察 AI

技术应用背景下职场正念如何参与人际互动提供

了更广阔的机会。 

其次, 丰富远程办公与职场正念领域的交叉

知识。Gallup 一项最近的调查显示, 在正常工作

时间内远程工作的时间比例正在增加 (Jones, 

2023), 这意味着混合办公形态已成趋势。在此背

景下, 组织内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团队网络形

态均面临重要挑战。例如, 当依赖于技术沟通时, 

如何保障组织公平？如何更好地促进团队内合

作？跨职能 /部门的合作如何开展？如何促进新

团队网络形态下的积极工作关系？职场正念或可

为构建混合办公模式下职场关系实践提供启发。

一方面, 正念管理者及员工均被发现拥有高度的

真实性(Dietl & Reb, 2021; Leroy et al., 2013), 这

种本真性帮助他们即使身处独立的空间, 也会增

加互动过程中的包容度(Schertler et al., 2023), 同

时非判断和非反应性的特征也不会因在远程沟通

中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动作而试图揣测他人意图, 

这能极大避免任务商讨与协作过程中的冲突升

级。另一方面, 新常态危机环境下组织内的团队

关系不断面临创造、流失与激活等复杂形态(Wu 

et al., 2021), 将正念融入互动过程或能推动建立

积 极 的 工 作 关 系 想 象 (Work-Related Imagined 

Interactions, Schinoff & Byron, 2023), 即从心理上

模拟如何与工作中的他人互动。这可为未来的远

程团队互动预期做准备 , 因为正念者被授予共

情、同情及真实性等特征 (Dietl & Reb, 2021; 

Hafenbrack et al., 2020; Ni et al., 2023), 且通常不

带入自我相关的推断, 极适合在远程工作中促进

积极的互动想象以弥补真实互动的不足(Schinoff 

& Byron, 2023)。因此, 未来可结合远程办公背景

展开职场正念的远程互动机制探索。 

最后, 将职场正念与 DEI 倡议实施及污名化

管理联系起来。DEI 倡议旨在解决工作中的偏见、

歧视与不公平等问题, 成功实施 DEI 可提高变革

能力并促进积极的工作场所文化(Michels et al., 

2023)。虽然个别学者已发现职场正念对歧视现象

的改善作用(如 Thoroughgood et al., 2020), 但职

场正念如何促使管理者实施 DEI 战略尚不清楚。

据报道, 99%的情况下, 自我、权力、固执和内在

偏见阻碍了积极的改变(Ingram, 2023), 暗示领导

者内在特征是成功实施 DEI 倡议的关键。鉴于正

念领导者被认为与广泛的接纳性和公平性相关

(Reb et al., 2019; Schuh et al., 2019), 未来可尝试

探究领导正念在改善偏见、歧视与不公平方面的

作用。此外, 学者们还可将职场正念与更普遍的

污名化现象(一种抹黑属性或标记, Goffman, 1963, 

p. 3)相关联。由于污名化基于心理(如压力、情绪

劳动)、身份(如认同下降)及行为(如社会排斥、欺

凌和骚扰)等方面产生(Kreiner et al., 2022), 改善

污名化的实质是改善高度厌恶的社会评价, 因而

未来可进一步探索职场正念如何缓解这种不良的

社会建构现象, 以塑造更积极健康的职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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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ersonal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workplace mindfulness 

LIU Xia, WEI Wu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increasing prominence of the interpersonal benefits of workplace mindfulness,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emerging trends in its conceptual development and interpersonal mechanisms that 

can help organizations establish positive workplace environments. Our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conceptual 

development trends associated with workplace mindfulnes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outcome-oriented and 

process-oriented trends. While the former category focuses on the congruence between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s in the work context, thereby promoting beneficial outcomes, the latter category emphasizes 

the process mechanism of workplace mindfulness during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Our work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workplace mindfulness significantly impacts quality-related and function-related interpersonal 

outcomes through four types of connections: (1) intellectual connections that capture information through open 

attention to the task of coordinating interdependent work during interactions; (2) emotional connections that 

reduce the self-inference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strengthen connections 

with others in terms of belonging, support, and care; (3) resource connections that promote resource 

accumulation and mitigate resource loss during interactions; and (4) exchange connections that direct the 

flow of resources and influence people’s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value exchange. Intellectual connections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s are facilitated by resource connections and exchange connections. Future 

research could investigate the interpersonal impact of workplace mindfulness in challenging work contexts 

such as digitalization, AI technology, and telecommuting as well as with regard to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terms of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 and stigmatization. 

Keywords: mindfulness, workplace, interpersonal effect, connection mechanism 

 


